说明字幕：2018年11月24日湖南岳阳

彭仁寿追悼会同期声：
身份字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唐华元）

    各位来宾：
    我代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湖湘文化与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对彭仁寿老人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彭仁寿，她集旧时代中国妇女的苦难于一身。但她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坚决地站出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践踏女性人权的滔天罪行
（字幕：2018年7月19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报，

又有一位幸存者——彭仁寿，勇敢站出来控诉日军当年性暴行。）
《我不是“慰安妇”》

说明字幕：湖南省岳阳市芋头田社区居民服务中心
          2018年11月21日  彭仁寿去世前一天
彭竹英在床前同期声：姐姐、姐姐、姐姐、姐姐，你要走就自己好些走。我已来了你就不要挂牵我了。你快点走就不会受折磨了。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喊你不答应呀！姐姐啊！姐姐
   姐姐名叫彭仁寿，生于1925年，她有一段封存70多年的秘密，直到去世前的四个月，才被世人知晓。

李先荣采访：（  湖南岳阳郭镇乡排行李村村民  见证人  李先荣）

日本（军队）他们来的时候，是走这边来的，大约30多人，还有当官的一起来的。

李功明采访：（  湖南岳阳郭镇乡排行李村村民  见证人  李功明）

（彭仁寿）就躲在李学如的夹房里，并排有三间房，两边看来似乎只有两间，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夹)房。放自己的财物的。不交青年妇女给他们（日军），就把我们这里的人，全部用机枪扫掉，要把这房子、把这个五、六十人住的房子全部要烧掉。

彭仁寿采访：（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彭仁寿  2017年彭梓芳拍摄）
    已经开枪了，对着大门打了。（若）我（站）出来，50多人就保住了，排行李家上下两层房屋就都保住了

    年仅13岁的彭仁寿走出来后，当即被日军捆住双手带走。和其他年轻妇女一起被抓到郭镇乡慰安所。

彭仁寿采访：（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彭仁寿  2017年彭梓芳拍摄）

    他们把我糟蹋后，流血过多晕死了。把我的肚子就搞坏了，以后就流血。还死掉了一天一夜。
    由于被日军长期野蛮糟蹋，彭仁寿下体发炎，无法满足日军的需求，于是被扔出慰安所。附近村民发现后，把她送回家中。在爸爸的照顾下，彭仁寿逐渐恢复。

    谁知不久后，彭仁寿再次被日军抓走，带到另一个慰安所。当她不能再满足日军兽欲时，日军竟然用刀直接刺进她的腹部，伤口长达10公分。彭仁寿血流如注，昏死过去。她再次被日军扔了出来。还是父亲把她背回了家。
彭仁寿采访：（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彭仁寿  2017年彭梓芳拍摄）
    慢慢地，我父亲讨些米汤放点盐，把我救活了，以后肚子里长了一个怪坨，经常发痛。经常发痛，以后就发炎。 
彭梓芳病床前指伤口讲解同期声：（ 中国“慰安妇”受害者  彭仁寿侄子  彭梓芳 ）
日本人捅的是这一刀，后来伤口外面看上去是愈合了，但是里面是化脓的。后来解放以后，（为了治疗）把她的子宫拿出来，这就剖了一个大刀口。 
   彭仁寿后来凭借对地形的熟悉，给抗日武装“黎自格便衣队”作向导，参与抗日游击行动。

    比彭仁寿小四岁的妹妹彭竹英，小时候被日本细菌弹所伤，双目失明，痛苦不堪。可是她没有想到，人生中更加黑暗的时刻正在向她袭来。

1944年5月，日军在备战“衡阳会战”前夕，到处搜抓民女充当“慰安妇”。年仅9岁的彭竹英也未能幸免。
彭竹英采访：（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彭竹英  2018年采访）

    他们（日本兵）拖我走，我就哭，就哭，他就用木棍（枪托），把这个脚趾，剁断了，这个脚趾，剁断两根，木棍剁的，大木棍。拖我走，我在哭啦！
彭竹英被抓进日军慰安所。每天都要遭受多名日军的蹂躏，少则两三个，多则四五个。 
彭竹英采访：（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彭竹英  2018年采访）
    那时日本人就是强奸，欺负，就是强奸啦！你们不懂了，见到女的就害（强奸）了。

   日军从据点撤退后，附近百姓去据点拿日军丢弃的东西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彭竹英，将她送回了家。看到彭竹英浮肿变形的双脚，家人误以为她得了肾炎，不让她吃盐。后来她的身体慢慢恢复过来，才知道这是由于日军频繁地强暴蹂躏而导致的浮肿。

    由于这段被严重摧残的经历，彭仁寿和彭竹英姐妹俩都终身不孕。

    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鼓吹“举国一致”，号召人人都要为战争做贡献，最早成为“慰安妇”的是日本妇女。她们和日军士兵一样，成为战争绞肉机的组成部分，却难以摆脱被奴役和毁灭的命运。
吉见义明（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是用人口买卖、诱拐和掳掠这三种方式任意之一，迫使妇女加入。不能说她们自愿加入慰安所。

    日本记者千田夏光经过多年调查，找到一位做过“慰安妇”化名庆子的日本妇女，记下了她的讲述，写出《随军慰安妇·庆子——徘徊在死亡线上的女性的证言》一书，让人们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女人在日本军队中屈辱而又危险的生活。
1937年12月30日夜晚，庆子与一百多名从日本征集来的妇女，同军马、炮弹、汽车燃料一起，被作为“军需物资”在长崎港装上陆军运输船“海运丸”，驶向中国上海。第一个由日本陆军建立和管理的正式慰安所“杨家宅慰安所”成了庆子她们的首站目的地。
尹美香（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常任代表）：
    女性到达慰安所之后，整体就进入了军事统制之下。类似慰安所的运营、性病的管理等，或是由军人直接运营；或是民间运营、由军人来管理，以这些方式进行的。
陈丽菲（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对于军队的士兵来讲，他把对于女性的强暴，作为一个对他战争行为、暴力行为的奖赏，增强你的士气，然后继续豁出命去杀人。
十九世纪末，日本政府迫使朝鲜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大肆掠夺朝鲜半岛的人力和物资，为他们的大东亚战争服务。从1937年底开始，大量14至18岁的朝鲜年轻女性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送往中国战场。
尹贞玉（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
有一次，（日方）发给我们这么大的印有蓝色字迹的纸。但是，上面的字密密麻麻，不仅没有办法读，他们也没有给我们读的时间，让我们在两个方块里按上大拇指指纹。我们匆忙地按好以后，他们就马上收走了。不仅是我，一年级所有的同学都以为是要作为挺身队员被拉去军需工厂。
尹贞玉的父母觉察情况危险，让她立即退学。可是更多签过字的女学生，就没有尹贞玉这么幸运，只能随军前行了。
金福童（ “慰安妇”受害者  韩国   金福童  2016年采访）：
就想着去工厂的话，难道还会死吗？去的地方不是工厂，而是以日本军人为对象的……，这话，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呢？成为军人的（性）奴隶，被拉着跟他们走，一直被拉着走，直到日本败亡。
（说明字幕：中国南京）
    2003年11月的一天，利济巷2号居民楼里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
    朴永心，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1938年前后，她被人以招工的名义欺骗，和15位朝鲜妇女一起，被运到南京。关进了“东云慰安所”。
【现场同期声】（说明字幕：2003年11月20日，南京利济巷2号  原“东云慰安所”）
朴永心（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在利济巷房间里的影像，指认，哭泣）：
陪同者：我们回来了。
陪同者：房间是不是这样的？
朴永心：就是这个房间。
陪同者：这个房间？是不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吗？
奶奶，你之前是不是说过这里有张床？
    在东云慰安所，朴永心被唤作歌丸，住在19号房间，每天被日本兵轮番强暴，有时一天被迫接待十多个日本兵。
她反抗过，被凶狠地殴打，日本兵用军刀砍伤了她的脖子。 这期间，和她一起做“慰安妇”的七个女孩先后死去。

李玉善（ “慰安妇”受害者  韩国    李玉善   2016年采访）：
慰安所不是好的地方，流血、被拘禁在那里。要不然，像我们这样年龄小的女孩们怎么会想到自杀呢。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被折磨得非常悲惨。爬上山，爬上高山，从山上跳下来自杀、上吊自杀、跳水而死，就这样都死了。
林博史（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
     平时那些女性被监禁在慰安所里，就好像被置于了奴隶的境地，是性的奴隶，所以被叫作性奴隶。
日军征募“慰安妇”，以征招看护妇、文员、招待员为幌子，许多对人生充满憧憬的年轻姑娘不断上当。
1942年上半年的一天，台湾桃源县中坜19岁的客家姑娘黄阿桃和一群女孩，在高雄港登上日本邮轮“浅间丸”，期望前往日本做看护的工作，谁知这艘邮轮背道而行，没有驶往日本。
康淑华（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
     中间有掮客骗这些女士说到海外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因为这些阿嬷大部分都来自中下阶层，家境非常贫困。所以当她们听到说可能有机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她们都相信了。
跨海寻求生计的黄阿桃，没有触碰到幻想中一丝一毫的美好，却掉进婆罗洲日军慰安所的死亡陷阱。
黄阿桃（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台湾  黄阿桃   1998年采访资料）：
    这是军人招待所，惨了，死了，被骗了。我问她们是怎么回事？她们告诉我说：是慰安所的意思，慰安所，军人慰安所。想回家也回不去了，就叫我们做这种事，被他压迫。就这样待了3年。
一天，炸弹落下，弹片扎进黄阿桃的肚子，取出弹片时卵巢被拿掉了，从此不能生育。
第一批50名“慰安妇”到达婆罗洲三个月后，驻扎在台湾的日军参谋长樋口敬七郎给日本陆军省副官木村兵太郎发电报，称“‘慰安妇’人员不足，工作繁重，因而需要增添20名‘慰安妇’”。
当年一个日本人假借招募看护妇，跑到台湾做草绳的工厂，将19岁的陈莲花等20多名年轻女工骗往菲律宾。
王清峰（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创办人）：
    她们被征召说要出去当护士，结果每一个人的手上都被刺上“台北”两个字，就怕她们逃跑，作为一个辨识。
陈莲花从基隆乘船到达菲律宾，方知上当。陈莲花在菲律宾日军慰安所遭受两年摧残，恐惧中度日，九死一生，同去的20多人最后只剩下她和另一名姐妹。

随着战场的不断扩大，日军不断对华增兵。日军要求下属“抢粮于敌”。掠夺中国各种物资。纵容军队建立慰安所，促使日军肆无忌惮地大规模抢掠当地妇女，做性奴隶。
雷桂英（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南京  雷桂英      2006年采访资料）：
    有的姑娘就被他（日本兵）逮到了，就把她们拖到房子里，糟蹋了。就这里头喊得哇哇的。
在华北、华中各个战区，日军每到一处都会迅速设立慰安所，或者把中国妇女关押到他们前线的据点、碉堡里，肆意蹂躏。
雷桂英（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南京  雷桂英     2006年采访资料）：
他们（日本人）过来，他就瞎搞你，拿我的衣服一拉，我吓得哭起来了。头一个鬼子睡过了，就是第二个鬼子。第二个睡过了嘛，第三个来了，就来蛮的，把你裤子一褪，就甩掉了。就拿那刀，小刀戳了我几刀。 
任兰娥（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山西  任兰娥    2016年采访）：
地下铺的是草，那时穿得不好就在地上坐的，石头门窗。突然进来一个人，咱就把头低下，闭上眼睛不敢看，人家（日本兵）就把我强奸后走了，我看到背影。裤子不用你脱，用刺刀划烂了。哎呀，他走了以后我是难过得不行，身体底下的草，全是湿漉漉的，湿漉漉的全是草，也不知道是干草还是什么，强奸的时候穿的是单裤子，稍微坐一坐，这罪受也受不过来，还不等你歇过来，又来了。
1938年11月9日，德国及奥地利，纳粹分子上演了疯狂的“水晶之夜”丑剧，将犹太人一步步推向从肉体上消灭的，死亡深渊。
就在这一天，日军攻陷湖南岳阳，锋芒直指长沙。中国守军与日本侵略军在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新墙河两岸108公里的战线上激战、对峙了近6年时间。
阵地前沿，日军不仅运来武器弹药，还从朝鲜等地带来特殊军需物资“慰安妇”，同时还抓捕众多中国妇女满足他们的“军需”。

汤美仇（湖南岳阳县排头村新建组村民   见证人  汤美仇）：
都是抓过来的，是我们附近，那就有几十个。
湖南岳阳县排头村新建组原名汤家排，距离新墙河前线约1公里，当地姑娘成了日军的“猎食对象”。
汤根珍（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汤根珍    2016年采访）：
    把我抓去在汤家排，他交给那个队长，他说，我给你找了个姑娘来了。
当年，汤根珍被日军抓到汤家排做性奴隶时，才18岁。

汤根珍（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汤根珍   2016年采访）：
那个日本鬼子，我们是头一回，你懂吗？那个床上的被子上面，这么大的血嘞，你懂了吗？把我又关在那个屋里，不准我出来，出来就要打，手臂打断了。受到他的压迫，没把我们当人哦，畜生都不当哦。
日军换防，汤根珍又被押到新开塘，前后做了4年多的日军性奴隶。
汤根珍（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湖南   汤根珍   2016年采访）：
来了几个人，按的按住我的脚，绑的绑着我的手，把我的这个下巴捏着，灌药。把这个药倒在我的口里，口又合不拢，那又灌点水吞掉，（吞）下去，才松手。我是受过这个苦。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有儿子生呢？我没有嘞，吃了药就是没有。这个日本鬼子好坏啊，他害了我一辈子的了，没有人样啊。
1939年2月，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野心，作为推进其“南进计划”的第一站，日军将侵略魔爪伸向海南岛。为了满足军需，日军采取“以战养战”策略，烧杀抢劫，海南人民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洗劫和欺凌。
这位老人叫陈亚扁，是海南省陵水县黎族居民。14岁时与母亲在地里干活，突然闯来几个日本兵，把她抓去祖关镇的日本军营
陈亚扁（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  陈亚扁   2016年采访）：
   日本的军营就在这里，左边是总部，右边是团部，房子和楼房都是用木板钉的，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面。
全岛星罗棋布地设立据点360多个。“慰安妇”作为军方制定的军需物资处处配有。小木屋也就成了陈亚扁和被抓的姑娘们梦魇开始的地方。
陈亚扁（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  陈亚扁   2016年采访）：
    我刚刚14岁什么都不懂，就被日本兵强奸。就是站岗的兵，他关你在房间里，叫你白天干点活，不放你出来的，怕你逃跑。
三个月后，她又被转到50多公里外三亚崖县的藤桥慰安所。

陈亚扁（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  陈亚扁   2016年采访）：

    都是站岗的日本兵，有一个叫大兵的队长，他是当官的，还有叫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他们把我抓去，然后强奸了。
符和积（海南省海口史志办主-任）：
    “慰安妇”很多都是在日军部队的据点里面，部队驻地里面，甚至一些据点里面呢，没有慰安所，当时以所谓后勤服务的名义抓了几个妇女，就专门关到一个房子里面，白天干活，晚上进行性奴役。

当年只有14岁的小学生、菲律宾姑娘菲莉西达·莱耶斯，在小学校园遭到日本兵强暴。
菲莉西达•莱耶斯（“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菲莉西达•莱耶斯   2016年采访）： 
日本人来了，其中一个还穿着靴子，全套的军装。其他4个人换了便装。是个小棚子，房子是棕榈叶盖的。这时，两个人上来抓住我，让我躺在地上，这样我就被第一次强奸了，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他们（日本兵）对我所做的一切。
之后，日本兵将菲莉西达关进兵营长达一个星期，每天对她轮奸，直到她生病发烧，才放她回家。
菲莉西达•莱耶斯（“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菲莉西达•莱耶斯   2016年采访）： 
     在房间里看见妈妈，我抱住妈妈问她，为什么不去找我？（妈妈说），如果他们去找我，我爸爸就可能被杀死，我不希望那样。于是，我就不说话了。我告诉她，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她说，不要这样，因为这就是战争。
战争中很多平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家园，纷纷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为了对付山西的八路军游击战，日军在山西各处构筑众多炮楼据点。并经常到各村进行扫荡，将所有人抓起来盘查。
李爱连（“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山西  李爱连  2016年采访）：
在那个四合院子里都是楼，380个人都关在那里头。吃不上东西，都是饿着了，孩子们有的是抱着的，这些人放了一部分，把我们剩下的都是干部，这就是自卫队的干部、民兵的干部、妇女的干部。
日军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将这些女性严刑拷打后，投进了各个慰安所。
张双兵（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志愿者）：
万爱花和周玉香，她们很多妇女就被关押在这里。每天日本兵从炮楼上下来就欺负她们，强奸她们。 
当年的抗日女战士、山西省盂县羊泉村妇女救国会主任万爱花，1943年春，因叛徒出卖，她和几个妇女被抓到进圭村据点被日军士兵轮奸。
万爱花两次逃跑都被日军抓回毒打，直到以为她死了，才将她扒光衣服扔到污水河里。
万爱花（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山西   万爱花   2000年采访资料）：
    1999年去了日本，透视了这个骨头，这腰是断的，没有了腰，整个把我这腰给打断了。到现在，我的腿和胳膊也是残废。这个胳膊往外拔、拽，就掉下来了。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抗日部队女战士被俘虏以后，日军很少建立俘虏营，直接把这些女兵送到炮楼里面，成了这个炮楼日本军队的性奴隶。甚至在最后时刻，这个女性的身体已经崩溃了，她还有一个用处，绑在操场上让新兵练刺杀，来增强他的胆量。
    我们查了一下，在华北，日军至少建了1万个据点。所以光在这里面受害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日本老兵说，仅仅在华北据点里面被蹂躏至死，恐怕不下10万人。
抗日力量几乎在所有日占区都有存在，一天日军搜寻游击队员闯进了菲律宾圣胡安省阿布拉市乡村纳西萨的家，她的父亲是村长，姐姐正好外出。
纳西萨（ “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纳西萨   2016年采访）：
我父亲被绑在台阶的柱子上，他们让我父亲承认我姐姐是游击队，父亲否认。他们说我父亲把姐姐藏起来了，然后他们就用刺刀剥我父亲的皮。
纳西萨和妹妹求日本兵放了自己的父亲，这时听见妈妈在楼上喊救命。
纳西萨（ “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纳西萨  2016年采访）：
我跑向我妈妈，看见她的裙子已经被掀到头上了，裙子已经被剥下，一个叫须贺的日本兵压着她正在强奸她。我的两个弟弟拿着大棍子想要砸日本兵，但日本人用刺刀先刺中了他们。他们把我和妹妹从家拖走，我们到达兵营前上了一座小山，我回头看了看，我们的房子已经烧起来了。
纳西萨和两个妹妹被日本兵抓进兵营，一个幸福家庭顷刻毁在日军的手里。
纳西萨（ “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纳西萨  2016年采访）：
每晚他们都要强奸我们，不同的人。
那时纳西萨刚13岁，一个妹妹反抗日本兵的强暴，日本兵就用烟头和滚烫的红薯烫她，造成她精神失常；另一个妹妹失踪了。
艾斯特丽塔（ “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艾斯特丽塔  2016年采访）：
我们在市场的时候，一卡车日本人来了。他们把这些游击队员排成一排，然后砍了他们的头。
惊恐之中，刽子手凶恶的目光盯上艾斯特丽塔，将她抓进兵营。
艾斯特丽塔（ “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艾斯特丽塔  2016年采访）：
日本兵把我踢进一个房间，然后就强奸了我。然后，又来一个，接着又一个，我觉得很痛就抵抗。一个日本兵就疯狂了，把我撞到桌子上，我就昏过去了。所以每次被日本人奸污的时候，我只好闭上眼睛哭。

海南省临高县南宝乡的林爱兰，出身中医家庭。16岁时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3年2月的一天，林爱兰和医护队的几个女战友，去村子里筹集粮食，途中不幸被日军抓住，带到临高县南部的加来，白天建机场做苦力，晚上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右大腿筋骨被打断，母亲惨遭日军杀害。
林宝香（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 林爱兰养女  林宝香）：
她拿水银注到香蕉里面吃，身体以后就不会再怀孕了。因为她告诉我说，你被日本兵抓去的时候，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怀上日本兵的小孩。

1942年，当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进攻不断得手之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的采访时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受荷兰殖民统治150年的印度尼西亚，在太平洋战争中落入日本手中。1923年出生的荷兰人扬·鲁夫-奥赫恩刚从三宝垄方济会师范学院毕业，就和母亲、姐妹被日军抓进关押欧洲国家妇女儿童的安巴拉瓦集中营，她们吃不饱，还要做苦工。
熬了近两年，1944年2月26日，日军命令17岁以上的单身姑娘去空地集合。经过挑选，扬·鲁夫和几个荷兰姑娘，被日军用卡车运到三宝垄近郊一座叫“七海屋”的房子。得知要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她们立即提出抗议，却徒劳无用。
扬·鲁夫-奥赫恩（ “慰安妇”受害者  荷兰   扬·鲁夫-奥赫恩  2001年采访资料）：
一个大个头、肥胖还秃顶的日本官员盯着我看，我拼命挣扎，但他把我拽到了房间里去。他说，你不听我的，我就杀了你！他说着拿出军刀将我扔到床上，脱掉我的衣服，粗暴地强奸了我。
扬·鲁夫遭受日军性暴力的折磨，持续了4个月。
扬·鲁夫-奥赫恩（ “慰安妇”受害者  荷兰   扬·鲁夫-奥赫恩  2001年采访资料）：
我只想去浴室，希望洗掉身上的肮脏、羞辱，统统洗掉，我在浴室里见到其他女孩子，所有人都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大家都哭了。
据荷兰日本名誉债务基金会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约有400名荷兰妇女被迫成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
1943年，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屡遭失败，为了挽回败局，1944年4月至12月，日本陆军发动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省的豫湘桂战役。
11月11日，桂林陷落。厄运突降临到桂林荔浦24岁的瑶族妇女韦绍兰身上。那天，她背着女儿刚走出躲避战火的山洞就被日本兵抓住，用卡车拉到马岭镇沙子岭村陈家大院的日军慰安所。
韦绍兰（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   2016年采访） ：
那鬼子把我关在了房里头，就关在这里。鬼子好毒的，他强奸你，这个鬼子也强奸，那个鬼子也强奸。
为了避免怀孕，日军会强迫慰安妇们吃下避孕药。
韦绍兰“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   2016年采访）：
他们给我吃药我没吃，我都没吃，扔掉了。关了两三个月，脏衣服，拿去洗，他（日本人）没管得我那么紧。我就起来，解小便我就看路，从这巷子挤钻出去，挤钻出去到大路，我就跑了。
逃回家不久，女儿生病夭折。痛苦中，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韦绍兰“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   2016年采访）：
在外面怀的小孩，（我）讲不要，婆婆喊要：管是男是女，要的，生下来是什么都要。
在婆婆的坚持下，韦绍兰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罗善学。 

伴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持续，千千万万中国女性、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和欧美国家的女性都被当作战略物资，成了日军的性奴隶。她们没有人身自由，被迫跟随日军部队四处转移。因此日军战线拉到哪里，慰安所也就会建到哪里。
朝鲜姑娘朴永心在南京被迫做了3年多“慰安妇”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胁迫着她和其他妇女辗转于缅甸、马来半岛等地的作战前线。1944年，日军将朴永心和一些朝鲜“慰安妇” 送到中国松山阵地上。那时，她被叫作若春。
1944年5月，为了打通滇缅公路，20万中国远征军集结中国云南西部，进攻龙陵、腾冲和松山。整个松山地区，日军有12个阵地，战壕相连，四通八达。到战争后期，“慰安妇”也被日军拖入战场运送弹药。
陈祖樑（云南省保山市史志学会常务理事）：
她们一方面要在战壕里面继续充当性奴隶，一方面还要给他们做饭，送饭团，送弹药。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朴永心与其他几个“慰安妇”被迫与驻守松山要塞的日军待在一起。那时，朴永心已经怀有身孕。
朴永心（ “慰安妇”受害者   朝鲜  朴永心    2003年采访资料）：
我想打死他们，和我说的是什么话。问我这些问题，我就很生气，都要气哭了！
陈祖樑（云南省保山市史志学会常务理事）：
日军对这些“慰安妇”是竭尽所能对她们进行残害，（在）战争的最后时期，还有24个“慰安妇”。有14个“慰安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就被喝令她们自杀，或者是被枪杀了。
朴永心（ “慰安妇”受害者   朝鲜  朴永心    2003年采访资料）：
不要再让我说了，再说的话，我就要晕倒了。一说起那些事，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944年9月3日那天，她们被中国远征军第八军的士兵抓住，拍下了这张照片。因为在流血，朴永心很快被送到腊勐野战医院。胎儿已死，她不得不接受手术，取出了死胎。
二次大战期间，在东方战场上。日本、朝鲜、中国、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的众多妇女，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对这些女性的伤害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结束。
菲莉西达•莱耶斯（“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菲莉西达•莱耶斯   2016年采访）：
我总是想去海滩洗澡，脑子里总是想着把自己淹死。但我的哥哥们总是盯着我。因为我想死，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我也没有朋友了。
日军野蛮无耻的性暴力，刺痛着菲莉西达的心。晚上睡觉，菲莉西达常做噩梦，喊叫，日本人来啦！

扬·鲁夫-奥赫恩（ “慰安妇”受害者  荷兰   扬·鲁夫-奥赫恩  2001年采访资料）：

那种恐惧！恐惧！我永远不会忘记。有时候在晚上，那种恐惧还会袭来。有的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天逐渐黑了，因为曾经就是天黑了，我就被一次次强奸，即便现在看到天黑的时候，我仍然能体会那种感觉朝我袭来。这种恐惧从未消失！
这种恐惧在每一位“慰安妇”受害者身上缠绕，难以挣脱。
符美菊（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   符美菊  2016年采访）：
父亲不见，母亲不见，哥哥、弟弟不见，一讲起来心里也痛苦。
纳西萨（ “慰安妇”受害者  菲律宾  纳西萨  2016年采访）：
在这之前，我看见一个男人，我的心跳都会加快，因为总是想象他们是日本人，要来抓我而感到害怕。

毛银梅（ “慰安妇”受害者  韩国   毛银梅  2016年采访）：
到现在呀，病蛮多，这儿痛啊，那儿气痛啊。
陈亚扁（ “慰安妇” 受害者  中国海南   陈亚扁   2016年采访）：
每当想起（被）强暴时，我都哭了。我的命苦啊。

骈焕英（ “慰安妇” 受害者  中国山西  骈焕英  2016年采访  ）：
怕，梦见怕，梦见躲，吓得我没有（去的地方），不知道东南西北，真害怕了，真害怕了。
卓天妹（ “慰安妇” 受害者  中国海南   卓天妹   2016年采访）：
怕！
日本军人强掳妇女为性奴隶，造成受害者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石田米子（日本冈山大学历史学教授）：
当时的法律援助团的团长是一位男性律师，他问，她们为什么来这里？然后，尹玉林就突然开始发抖。
尹玉林对日本男性的惧怕，令石田米子惊讶不已。
石田米子（日本冈山大学历史学教授）：
通过这件事，她遭受了多少伤害。伤痛、心里的伤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痛，还有心理上的伤痛是多么深，一下子就让我认识到了。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日本医生来山西对受害者做医学检查，发现她们普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病症。

林宝香（“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林爱兰养女   林宝香）：
她从来不会让你碰她的肌肤啊什么东西，包括我要帮她洗脚，她不给的，她不会让你碰她。
因为日军性暴力的伤害，林爱兰终身未嫁。
林宝香（“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林爱兰养女   林宝香）：
这根铁矛就是伴随她几十年的，她就是一直这样放的。还有养狗，还是给她安全感的。如果狗一叫的话，她睡觉的时候，她就会大喊，谁在外面？谁在外面？

为了躲避冷眼闲话，林爱兰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直到64岁才抱养一个女儿，靠卖草药艰难度日。

林宝香（“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林爱兰养女   林宝香）：
妈妈每次谈到日本，她都是很痛恨的，她都会流眼泪的。

林爱兰（“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海南 林爱兰  采访资料）：
不想提起这些事。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暴行没有被及时揭露和清算，使得那些“慰安妇”幸存者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日军对她们施以性暴力，反倒成了这些受害者不能言说的耻辱。
张双兵（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志愿者）
1982年秋天，看到侯冬娥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就是弯着腰，而且是颤巍巍、病巍巍这种样子。心里感到不平，但是仔细了解以后，她是两次被日本兵抓到日军进圭村据点的受害者。 我想知道她在日本据点里做了些什么，受了些什么罪，受了哪些欺负。但她说，这不要说了，不好听。 
10年间每逢周末有空，张双兵都要去探望侯冬娥。讲，还是不讲？侯冬娥经历了10年的犹豫和思想斗争。等，耐心地等！张双兵坚持了10年的真情守护。1992年的一天，侯冬娥将张双兵叫到面前。

张双兵（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志愿者）
那天她说，我还是不想说。我说，说吧。但是，她只是哭，嚎啕大哭，哭了整整一个上午。
压抑半个世纪的伤痛和委屈，这一刻终于释放。老人说道：当年她被日军抓到进圭村据点，遭伊藤队长强奸，后来又被日本士兵强暴。
张双兵（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志愿者）
不让她穿裤子，不让她穿衣服，就是盖着被子，开始强暴她，这个日本兵走了，下一个日本兵一个接一个。
侯冬娥身体很快垮掉，奄奄一息，被人抬回高庄。半年后身体稍有恢复，日军又将侯冬娥抓走。有一天晚上，从她身上压过去大约50个日本兵。
说出心中的苦痛，侯冬娥成为中国第一位公开自己“慰安妇”经历的人。 
芭芭拉·温德（美国新泽西州大西区犹太人联盟大屠杀研究会 主任）：
除了额外的折磨，那段记忆、心灵的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她们还因日本的否认而饱受磨难。像有人说过的一样，当有人否认对你所做的一切时，就如同又让你承受了一次之前的痛苦。这对于那些可怜的“慰安妇”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糟糕。
罗善学（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之子）：
弟弟妹妹读到初中，我才读3年书。叫我回来，回到家里面，挑柴割麦草，为了生活，没得办法。养父他是个天。他两个争，在屋里面吵架，我的养父他说，他讲，我不是他亲生的。 
村子里的人也叫他“日本崽”。罗善学一直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
罗善学（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之子）：
有个小孩，他讲我是“日本崽”。我回来问我妈妈，我妈妈就哭啊。我妈妈几十年了，不敢说，不敢讲，（怕）丢她的脸。
韦绍兰（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    2016年采访）：
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这件事韦绍兰始终无法向儿子解释，一次放牛时，村里罗大伯告诉罗善学。
罗善学（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之子）：
以前，旧社会，你妈妈受日本人罪。
韦绍兰（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    2016年采访）：
我没得哪一天（幸）福，我没得福。
罗善学（ “慰安妇”受害者 中国广西 韦绍兰之子）：
背着这个包袱，不好听，家里面也穷，你怪不到养父他们。怪自己，怪自己的命，命生的。
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日本鬼子的崽”，70多岁的罗善学至今孤身一人。So 70year old Luo Shanxue is still single now
李玉善（ “慰安妇”受害者  韩国    李玉善   2016年采访）：
60年之后，才回到我的故乡，我也不想来这儿，像我这种已经是“慰安妇”身份的人，怎么还有脸回去看父母呢？
为了鼓励那些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妇女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尹贞玉与韩国教会女性联合会联络韩国女性团体，发起成立了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
1991年7月，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迎来67岁的韩国妇女金学顺，她表明自己被迫在中国做过日军“慰安妇”。
金学顺在沉默将近50年后，公开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是世界上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的幸存者。
金学顺：（“慰安妇”受害者  韩国   金学顺     1991年采访资料）
日本人无凭无据就说那是韩国人自己做的买卖，本来有些话我一直忍着，在心里犹豫着要不要说出来，一听到那些话，因为觉得太无语，我当场就忍不住痛哭了。（日本人）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要忘掉过去活下去呢！
从此，一些韩国“慰安妇”幸存者纷纷公开自己悲惨的遭遇，她们压抑了几十年的愤恨终于爆发出来！
迈克·本田（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员）：
“慰安妇”受害者沉默了几十年，她们感到羞愧，尽量不让自己回忆起那段遭到日军凌辱的日子。她们觉得自己作为受害者，活着是种耻辱。但身为受害者的她们，最终意识到需要为自己发声，来重拾尊严，重拾精神，重拾勇气，所以她们站了出来。
1991年12月6日，金学顺等三位韩国妇女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指控日军对她们犯下的性暴力罪行。
受到韩国女性正义之举的鼓舞，朝鲜、中国、荷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多国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先后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明迪·科特勒（美国“亚洲政策源”智库主任）：
这些妇女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些都不是她们自己的错，她们才是受害者。
2008年7月，扬·鲁夫-奥赫恩在自传回忆录《沉默50年》中说道：“今天，强奸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为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也不再被当作对参战士兵的‘奖赏’，而是被视为一种战争罪行，这是联合国已经认定的性质。

扬·鲁夫-奥赫恩（ “慰安妇” 受害者  荷兰  2001年采访资料）：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讨厌“慰安妇”这个说法，对此我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绝不是什么“慰安妇”，因为，所谓“慰安”，意为着温暖和柔情，而我们不是这样的“慰安”妇女。我们是战争中被日本人强奸的受害者。
早在1996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一致通过了《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犯下非人道行为的罪行，以国家之立场向原日军“慰安妇”道歉和赔偿。
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国议会以及欧洲议会也相继通过了谴责“慰安妇”制度的议案。
2017年9月22日，韩国、中国、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群雕在旧金山圣玛丽广场落成，警醒世人牢记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灾难，珍惜和平生活。
郭丽莲（美国“慰安妇”正义联盟共同主席）：
“慰安妇”永远找不回她们原本的生活，这对她们来说犹如梦魇，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邓孟诗（美国“慰安妇”正义联盟共同主席）：
这些妇女们所经受的是无法描述的悲剧，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历史也许会将她们遗忘。
马兆光（旧金山监事会前监事）：
因为当人们（“慰安妇”）离开时，那部分声音就沉寂了。所以我们试图保留她们生命发出的声音，而我想，纪念碑在这方面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强征各国妇女充当性奴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而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这种别有用心的丑恶表演，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和高度警惕！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刻意回避而消失。日本政府只有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才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受害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取信于国际社会！
如今，和平发展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决不容许历史悲剧重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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